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閻 小 駿

李 拉

在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眼中，日記並不簡單記錄一日見聞，而

是自我審視、回顧先賢聖訓以修身的私家寫作——所謂「日記不

宜登時事也」。然而 1925年 11月 25日清晨，山西省太原縣赤橋

村舉人劉大鵬穩坐磚炕上，以非同尋常的鄭重在日記寫下：「今

日、三架飛機飛過。」（註）。這名生活於中國鄉間的傳統知識分

子以樸素的文化直覺，不僅在那個或許平凡的早晨捕捉到歷史變

局悄然演進的足音，甚至用日記將其記錄下來。這個傳統與現代

的偶遇瞬間，彷彿一個精微的註腳，寓示着現代化不可逆轉的動

能已深入神州大地的社會文化肌理，並即將與古老中國的知識與

道德基礎兩相結合，開花結果，芬芳滿園。

西方現代化模式

有兩個層次危機

現代化起源於 17 世紀啟蒙運動。現代化的啟蒙方案，核心

是對「個體人」的重新發現，以及對人類理性的謳歌。啟蒙思想

家認為，人應該自由運用自身理性，而理性則應充滿批判、不受

限制。啟蒙方案的結果，一方面確實將人從迷信與宗教狂熱中解

放出來；另一方面卻也以獨立的個人性（individuality），顛覆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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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經牢固維繫傳統社會的各種「整體性」（wholeness）——傳統

的宗教權威、家族權威、君主權威等，在新近被發現的、基於自

然法的個人權利面前失去合法性，隨即土崩瓦解。

結果在宗教上，啟蒙運動催生所謂「激進的人類中心論」，上

帝退場了；在道德哲學上，絕對的倫理標準讓位於相對主義的價

值觀；政治上，快速推進的現代選舉民主制度，使社會兩極化、

激進化，階級階層對抗性不斷升高。

總體而言，發端自啟蒙運動的西方現代化模式，存在兩個層

次的危機：一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石的新興社會結構與傳統社會紐

帶之間存在的張力（tension），造成精神與信仰危機；二是現代生

活方式與有限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，造成民族國家間的長期爭鬥

及政治與安全危機。19世紀末兩位卓越哲學家尼采和馬克思各有

一句著名的話，描述西方現代性的後果：上帝死了；一切堅固的

東西都煙消雲散。西方現代性的雙重危機，匯總成一個關乎「存

在」的後現代主義問題，即我們應在什麼樣的知識和道德基礎上，

重建共同的社會生活？如何在快速變革的現代社會中，找到精神

上的文化信仰之錨及政治上的安全溝通之道？西方現代化進程始

終未能解決這兩個根本危機。

中國式現代化具重要獨特性

21 世紀，發展中的中國既面臨各國各地區現代化進程的共

有問題，也具有解決現代性危機的特殊優勢。與英美等「先發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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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」相比，中國式現代化具重要獨特性。英美國家作為啟蒙運動

和工業革命的發源地，其現代化往往呈現為社會內部自發的演化

過程，既無先例可循，又無事先計劃，更談不上外部安全壓力的

影響。

中國的現代化起源於中華民族面對西方列強侵略「亡國亡天

下」的焦慮，其本質是一種自覺的現代化：其中既有救亡圖存的

政治意義與安全壓力，也有全球先發國家的經驗與教訓可資借鑑。

所謂「現代化道路」或「現代化經驗」，對於「自發」的現代化來

說是事後總結，而對於「自覺」的現代化而言則是事前規劃。兩

者之間有本質區別。

先發國家自我總結出來的現代化經驗，必須面臨時空條件的

檢驗。部分國家先行發展造成的全球政治經濟不平等，本身亦已

改變後發國家必須面對的國際秩序和發展環境。這可能使照搬先

發國家的經驗道路不僅不利，甚或有害。中國現代化中的自覺性

特徵，因而顯得格外重要。這一自覺性，既承認中國現代化是世

界整體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，具有與其他文明相通的共性；也認

識到自身的特殊性和主體性，因此須做出合乎自身需求和條件的

發展規劃。中國式現代化的成果，必然是與西方不同的、全新的

文明形態。

中國式現代化的 3 個核心命題

中國式現代化要處理 3個核心命題。首先是傳統和現代之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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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雙重命題。自鴉片戰爭以來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總體是以傳統

文化倫理和傳統社會結構的逐步更新為特徵。這是自覺選擇的結

果，其動力來自五四運動以來一代代急於救亡的進步知識分子的

批判思考。整個 20 世紀中國現代化的主線，不僅是政治社會制

度的根本變革和生產力飛速提高，更是中國文化傳統和中華民族

主體性與現代化進程的不斷融合和重構。如何用傳統文化尋回失

落的主體性，傳承民族文化血脈，用文明傳統重構現代生活，是

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個核心命題。

中國式現代化第二個雙重命題，在於時間與空間之間。先發

國家的現代化是一個純然時間尺度的問題，即從傳統到現代的線

性演變。而中國等後發國家的現代化，不但需處理時間維度上現

代文明與本民族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，更要在空間維度上處理與

西方先發國家、西方文明傳統之間的關係。

在整個 20 世紀，現代化的環境與秩序由西方國家主導，現

代化的道路和經驗由西方國家總結，現代化的標準和話語權由西

方國家掌握。這是歷史的偶然，並不具有天然合理性。因此，21

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不僅是民族國家內部、時間意義上的自身發展

問題，更是外向的、空間意義上，對現代化道路和現代化模式的

重新詮釋、重新定義和重新主張。

傳統與現代、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性，共同導致了中國式現代

化的第三個也是最抽象的雙重命題，即生存與存在的雙重命題。

西方自啟蒙以來的現代化進程，大體經歷了一個從「前現代」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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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後現代」的階段過程。前現代的主要矛盾是解決生存問題，即

解決生產力不發達，及生產、交易和分配規模有限等影響人類生

存質量的問題；而後現代主要處理存在危機問題，即人類生活失

去意義，人類集體分崩離析，政治、經濟和社會文化權利嚴重不

均等問題。

中國從自發走上現代化道路開始，就同時面臨生存與存在的

雙重問題，兩者相互影響、相互應答。列強入侵不僅是實際上的

生存威脅，更是文化上的存在威脅。時至今日，中華民族面對傳

統的態度、面對西方的態度，乃至於現代化方案的選擇，都不僅

是基於實用主義的理性權衡，更有賴於對民族文化、文明傳統和

國家價值觀存續與意義的細緻考量。中國式現代化，從本質而言，

具有比西方現代化模式更為深刻的文化內涵。

賦予現代性全新意義

中國式現代化融通共性、彰顯個性，不僅扎根於獨特的歷史

背景和時代條件，更得益於中華民族得天獨厚的思想、文化和社

會資源。現代性的中國表達，是中華民族在國際舞台上以平等姿

態初試啼聲，是對民族復興歷史任務的接續推進，更是對世界後

發國家的貢獻與鼓舞。一個世紀前的劉大鵬日記，映照出一個奇

異的歷史時刻。古老的中華文明透過一名鄉村知識分子之眼，見

證了勢不可當的現代力量。在隨後波瀾壯闊的 100年間，現代性

徹底重塑了中國，也塑造了引領中國不斷進步的領導力量。中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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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能以堅忍的精神力量和深厚文化底蘊走向民族復興，更能以

自身豐富實踐，賦予現代性以不同於西方傳統的、全新的意義。

註：沈艾娣（Henrietta Harrison），《夢醒子：一位華北鄉居

者的人生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10 頁

（原文刊載於《明報》2023 年 4 月 17 日 B10 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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